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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我也做一些和妇女权益研究有关的

研究以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方面的工作。 

  

我自己小时候是成长在广东西部的农村，在我们那里还是挺重男轻女的，基本上都想生很

多的儿子，那我父母也不例外，ta觉得最起码得两个儿子。那我母亲其实生了5个孩子。

刚好生到第二个时已经有了计划生育。当时她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基本上是一怀孕了就要

出去躲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妈妈受了很多苦，我自己也学会了独立。但在那样的环

境中我就意识到我家里好像很重视儿子，而女儿好像是多余的。不过也很矛盾，就是我父

母其实也很爱我们，女儿，主要的表现就是要供我们读书，所以我们都读上了大学。当时

来说，我们村里面还没有女孩读大学，我就是第一个读上了大学，并且后来读博士也是，

就是我们村应该是现在也还没有别的女性还有读到博士学位。所以我成长来说，虽然（我

的家庭）认为女孩子总之是泼出去的水，也还是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的空间。 

  

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接触到女权主义思想？ 

答：在最早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但是因为

我刚刚出来工作，在大学里面，我们刚好有位女生她想竞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我想我应

该支持她竞选。可是，怎样寻找到更好的竞选口号呢？我们就查到新闻说，刚好世界妇女

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就学习了这个会议有什么精神。那我们就在竞选的大纲哪里说世界

妇女大会都已经在北京召开了，那么女性也可以成为很优秀的领导人。所以我们的同学她

的竞选打动了很多人，她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这是一次实践，后来真正接触到理论要过几年之后，就是 1999 年我开始做硕士论文。我

的硕士论文就是跟随着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来做研究。她建议我去做女作家研究。但是

为了做研究，她给我列了很长的书单，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那么这个对我来说整个是全

新的领域。但在接触理论的过程中其实对我冲击非常大。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小时候

看到了，或者自己亲身经历了很多重男轻女、性别歧视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去真正

地解读 Ta。后来这些理论就让我反思我的成长，反思我的家乡那里的文化风俗，这也算

是播下了一个种子，让我开始觉得这个理论很有价值，对于我个人成长也很有用。 



  

问：那你是如何和为何进入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呢？以及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什么？ 

  

答：我是从 2002 年开始继续跟艾晓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和世界

文学。不过同时艾晓明教授也认为我们的比较文学专业要有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进行性别

研究、文化研究。我就开始跟艾晓明教授进行理论翻译，当时翻译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

第一本就是罗斯玛丽·帕特南·童的《女权主义思潮导论》。紧接着我们又翻译了《性别与

语言》。这样的著作的翻译使到我和我的团队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同时也是很巧，2002-

2004 年时我们有一个班，这个班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王政教授她筹集的资源在北京的中

华女子学院开班。这个班她邀请了美国的、香港的以及中国的著名的教授来给我们开课。

当时开出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各个学科的研究，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内容都非常地

丰富。同时，当时理论给到的课程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同学的学习热情也很高。这样的一

些基础学习之后，我就进入到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书的是《性别、身

体与创伤》，研究的是中国当代小说。那么我的学术就开始从这里起步了。同时后来呢我

又开始更多的关注到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问题，从作家研究转入到文化、社会和政

策这些方面研究。 

  

问：那你是如何、为何进入女权主义的社会活动呢？以及你主要参与过组织过哪些活动？ 

答：社会活动方面，一开始我们主要是把文学分析的方法用回到戏剧分析。我们比较早分

析了一个伊娃·恩斯勒的剧本叫《阴道独白》，但是很快我们就有机会去演出，在大陆的

中文版演出。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演出《阴道独白》可是恩斯勒的版本我们中国人觉得

很多都跟我们中国的经验有点隔离。Ta 们讲的比如说美国的白人的中产阶级的一些关于

阴道的跟性的经验跟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些本地的采访和

创作。 

  

我当时也写了一幕剧，就是先是采访了一些人，然后就写出中国女性所遭受到的这种性的

禁忌、性的压抑这样的故事。随后我们就开始更多关注社会新闻的问题。也就是在那一年

的我们中山大学的化学系的一位研究生叫苏尚妍的，她在和男友约会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学



校的东湖上面，就被她男朋友杀死了。对我们来说冲击非常大，因为那条路就是我们从教

学楼回宿舍的必经之路。而且她的男朋友只是要求复合而得不到。当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中大的学生，以及很多大学生、网友就会想说苏尚妍一定是她出了什么问题。

是她劈腿、对爱情不忠贞，所以惹怒了她的男朋友，而没有人去谴责她男朋友，反而觉得

她男朋友很英雄，是为爱情而杀戮。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学到的性别的知识、把我们的想法写出了很多的文章。基本上我们的研

究生每个人都要写文章，去发表在网上进行讨论。终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影响

到了我们的同学，就是这些人开始意识到了，没错，是应该去悼念逝去的生命，应该去谴

责施行暴力的人。这件事发生没多久，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湖南湘潭的一

位音乐老师，她和男朋友拍拖，晚上约会，在约会期间死去了。报案之后，警察认为一直

在她身边的男朋友没有嫌疑，完全没有对他有什么要去侦查的。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非常

大的讨论，我们也是介入到这件事情上。首先一个是和她的母亲取得联系，并且协助她去

取得司法公正的努力。我们回到学校，就发现苏尚妍、黄静，这样的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同

学更深的反思。所以从此我们就在校园里面组织一些活动，并且同时也邀请受害者家长来

一起来推动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活动。这时我们也发觉说全球也有每年从十一月二十五日

到到十二月十日的十六日活动，这个十六日活动全球都在开展活动来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我们就让我们的学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的活动，我们在校园去处理本地的问题，但同时

也是跟全球有一个连接。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我们学生的活动，到十六日的时候，就一

定都会举办活动。 

  

同时我们除了关注受害妇女以外，我们也意识到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运作结构时一样的，

对弱势群体来说都是采取同样的逻辑。所以我们也开始关注到，从校园开始，到社会里面

的 LGBT 的群体。那个时候也是校园里面有一些同学，希望能够有表达的机会。首先我们

在学校里面是支持同学办读书会、观影会，并且我们开设了一门多元性别的课程。这门多

元性别的课程也不仅仅是讲理论，我们也邀请中国的那些组织，同性恋、跨性别、间性人

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或者是个人的活动者来到我们课堂跟我们同学分享，ta 们是怎样看到



了社群需要解决的问题，ta们怎样反歧视，ta们怎样让这些人站出来，一起去争取 ta们

的权益。这样一些很鲜活的例子也开始让我们同学意识到这个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

这些，我们同学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所以同学们也很快会去分小组，小组组织调研，去

采访这些机构，探访这些机构。ta 们也成立机构来关注推动校园的对性少数的友好环境。 

  

问：在女权的研究和活动中，女权主义是对你产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呢？以及您的女权

主义立场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 

答：进行研究和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把我从纯粹的书斋生活拉出到了一个

社区、社群里面来。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关注新闻的事件其实也是抽象的，但是后来呢艾晓

明教授以及我们团队都觉得应该去接触这些受影响的人，于是我们就去到联络 ta 们，跟

ta 们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向我们求助，于是我曾是试过带着受性侵

的大学生报案，因为他们的报案需要有老师带着去报案哪些警察才比较重视。我们也去过

工厂里面跟女工一起来想想她们可能有一些什么课程给她们，有什么资讯给到她们。同时

我们还去到一些社群里面去宣传反家暴知识。去到社区我们才知道说，宣传反家暴的知识，

社群的老人家、孩子、家庭妇女她们并不是那么想听你们说这些东西。于是我们就开始演

戏，发展出互动的戏剧去到那里，演完戏了再派一些小手册给到 ta 们。这样的话我们就

会接触到很多受暴的妇女，她们也会愿意和我们敞开心门，我们也是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

和了解到她们真实的遭遇。 

  

我还去过像河北和河南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儿童那里做志愿者，也是知道，全球的一

个大的疫情它不仅仅像其他国家的只是影响到男男的社群，其实在中国它还大量地影响到

卖血的妇女儿童。 

  

这样的一些经历也让我对女权主义的立场有一些变化。早期我主要就是关注妇女儿童，后

来我也进一步关注到像老人、残障人士以及 LGBT 的社群，ta们所遭受到的歧视、ta们社

群发展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变化是原来我主要是关注文学文化，这是我的专业，但是随

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我们也知道，如果这个社会想要更好，那同时要改变政策以及法律，

那我同时也开始关注比如说反家暴立法，一起参与推动立法，也做研究谈我们社会怎样才



说有性别友好的政策。这些才是能够让这些人更好地、尽快地从政策法律里面得益。所以

我的立场变化除了是我做事的方式变化，当然因为我更多地看到了每一个受害的人，我也

更注重理解 ta 们个体的差异。早期比较是强调不同社群里都要抱团，就是你要联合起来。

但后来就发现说你让 LGBT 群体、妇女群体、残障群体联合起来只是一个想想，ta 们各自

有各自的目标，ta 们很不容易联合起来。后来我发现，你觉得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那到了现实中它不一定是这样。在现实中每一个社群 ta 反而是要找

到自己的目标，就是你找到你这个社群需要发展、需要倡导的是什么，我可以寻找的资源

是什么。也就是说这种差异性可能是更能给到这个社群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说认为我们通

过一起来做很多事情就是人多力量大。这也算是我自己立场的变化。 

  

问：您是如何将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相结合的呢？ 

答：我做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的结合可以有两种：第一种是我先做学术研究，如果我对这

个领域已经了解得很深了，我会和我的学生一起、和朋友们一起做一些活动。举个例子，

从 2008 年开始我关注到中国有很多做美容整形手术失败了的女性，那么我就对她们进行

了访谈。写了论文。写了论文之后，会发觉说原来这些做整形手术失败的女性她遭遇到的

问题主要还是医疗行业的。就是全球女性主义都意识到做美容整形对女性的迁害是因为单

一的美貌标准。可是除了美貌标准这种文化压迫以外，其实医疗里面，中国在这样急速发

展的时候，这些人做整形手术，就是在一个房间或者美容院里面做，它没有手术所需要的

基本的急救条件，所以很容易出问题。而那些医生其实都不是医生，ta 们很多原来只是

美容师，不是有职业资格更有手术能力的医生，那么这就是我采访到的这些手术失败它之

所以失败的比例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医疗行业、医疗行业的管理的问题。我意识到

这些问题之后，我就跟我们的学生一起研讨。我让我们学生去看到问题，ta 们就会去做

活动。例如说我讲完之后，马上就有学生觉得说要去拍一些小视频，也有一个学生写出了

一个短剧来演出。后来我们觉得影响力还不够，于是就有人提议我们要做一个快闪，那个

快闪我们也约了记者来，记者也给了我们很多意见。于是我们就有二十多个同学，拉了横

幅，就在广州的地铁站，就去到一个地铁站，就在这种巨幅的美容广告下面，我们就是对

它进行一些行为动作表示对它进行指责。那因为这是一个像是舞蹈一样的活动，所以记者



也很愿意来报道这样的活动。这样就是学生基于我的研究，有了想法，然后记者来采访

ta们的时候ta们也能够论述得很好。例如ta们会说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去谴责那些做美容

整形手术的人，因为 ta 们其实也是这个文化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个文化。我们

也应该去更多地引起人们对医疗管理、医疗安全的注意。于是记者也很高兴我们的学生能

够把这些问题引入到这么深入的思考，当时的新媒体也发展得很快，所以主流媒体大幅地

报道之后，这些学生回去之后转载在新媒体上继续讨论，其实它就变成是一个媒体教育、

公众教育，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美容整形的问题。 

  

另外的一个方法，先有社会活动，基于社会活动，我们再来做行动研究或者是相关的研究。

这个方面举一个例子，我们从 2002 年就开始演出阴道独白，后来陆陆续续地我们都关注

阴道独白。到 2013 年时，我们就觉得是阴道独白到中国的十周年，于是呢我们就想着要

重新排演。于是首先是由我们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排演了一个叫做《将阴道独白到底》，

它是基于采访中国的女性的故事，用中国人觉得更合适的方式来排演出来的戏剧。同时其

实全国不同的妇女组织他们也排演自己的戏剧。我们排演之后还有个事情想做呢就是想把

这些戏剧送回到那些社区，就是我们曾经到那些社区排演过的，农村妇女、受家暴的妇女、

受性侵的妇女。我们想把这个戏剧送回到她们那里演出。那因为这个戏剧谈到性、阴道、

身体，有一定的冲击力，回到那个社区演出时也有很大的碰撞。于是我就去观察这样的一

个过程。我也写了伊娃·恩斯勒的阴道独白如何在中国重新排演，人们如何借助这样一个

平台把妇女、LGBT 群体、残障群体、受家暴的人群又通过演这个戏又联合起来。同时呢

又让不同的社群的声音通过这个戏表达出来，让 ta 们的经验被看见。还有就是我们怎样

把一部戏从舞台搬到社区通过这种比较灵活的形式来和社区互动。那么这样的经验跟伊

娃·恩斯勒在全球所办的一个用《阴道独白》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方法很不一样的。那么

这样的一个中国经验我们觉得需要把它写出来。所以就这这样我也写过两篇论文去研究我

们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总结起来，我们主要就是有这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先有研究，

再有社会活动；另一个是先有社会活动，随后有相关的研究跟上。这是我们结合两者的做

法。 

  

问：在从事女权主义的研究和社会活动后，您的个人生活和思想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答：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开始和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交流。我个人思想的变化很多，例如

把一些平权思想真真正正回到我的生活中来，因为我们不断地去反思权力关系，那么回到

我们的生活，就像老师跟学生，我们家里面家长和孩子，以及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到社

群跟草根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我想都去不断地去反思自己，一个是更多地去分享知识，

更多地去互动交流，更多地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需求，而不是自以为是。这方面对

我的思想来说是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自觉地跟主流的想法拉开距离。我们的社会如果

你跟主流走得很近，我们想要的独立思考，我们想要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发展，可能

你就没有办法坚守你的立场。所以呢就自觉地跟主流拉开距离，并且主流由此而得的相关

利益你也跟它拉开距离。这样得话，更多的时间是和社群，是和草根组织的人呆在一起。

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欣喜地发现其实 ta 们很有能量，ta 们也许没有很多的知识理论，

但是 ta 们在现实的生活中 ta 们是很有智慧的，同时也是很坚韧，ta 们去追求自己的权

益，我也是从 ta们那里吸取了很多营养。 

  

问：能不能谈谈您对大陆女权主义发展的分析和评价呢？以及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别的学者也能谈的很好。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我觉

得在 95 世妇会前后，那一代的女权主义者，ta 们通过理论的进来，把西方的理论引介进

来，并且踏踏实实地做中国的理论研究，并且也是通过 95 世妇会的契机把中国的妇女研

究、社会运动跟全球的联系起来，我觉得所谓第一代的，就是 80 年之后开始做妇女研究

的这些学者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我也感觉到 ta 们想要做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想要把女权主义的理论、观念变成一个中

国普遍接纳的观念，甚至形成一种文化。这样的努力还没有那么达到 ta 们想要的。也就

是说女权主义理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陌生的，还是被抗拒的。在学术也基本上很难打

动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男性，或是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学科。就是这样的广度也没有达到。 

  

那么后来当 2010 年之后，更多的年轻的女性加入到运动里面来之后，其实年轻的女性她

们的所长未必是像前辈那样的是理论和研究，但是她们很关切我们这个社会现实，并且她

们能够利用新媒体、利用传播。所以她们反倒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些理论如何影响到更多人，



如何更多人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一些基本的观念，一些有共识的观念，我觉得这些

年轻人加入之后对这方面的推动是比较大的。 

  

对未来的展望，我自己认为可能又要回过头来慢慢做研究，通过研究、通过政策倡导来去

推动。因为我们现在的媒体并没有那么自由，我们原来由年轻人推动给的生龙活虎的媒体

教育、公众教育、性别意识觉醒，现在已经暂告一段落。暂告一段落怎么办呢？我觉得还

是回到学术研究，这是可能的一个通道。 

  

问：国际女权主义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答：我觉得我个人跟国际女权主义的关联不是很密切。当然了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它

是国际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影响，我也受这个影响。另一个我比较具体的参与就是

2015 年我去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妇地会[NS1] [MOU2] [MOU3] （妇女地位大会），那一年会

议的主题时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我也去听了很多会，开了眼界。同时我们自己也组织了

一个论坛，去告诉其他国家的妇女我们在中国反家暴的进程是怎么样的，立法进程时怎么

样的，以及整个中国妇女的地位取到了怎样的发展。那一次的论坛得到了很热烈的回应，

所以我们也觉得在全球和其他妇女的交谈中我们自己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同时我们

在参加其他论坛时也看到其他国家的妇女她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创意、非常活跃的。她

们的妇女组织比我们更活跃，所以也吸取了很多新的方法。 

  

同时呢国际女权主义如果说 ta 有形成一些了重要的文献，例如说反对针对一切妇女的歧

视等等的这些文献，也是我自己进行研究和倡导的重要文书。例如说 2015 年我就跟其他

专家一起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妇女发展二十年》。这本书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导论，在导

论里我细致地梳理了在联合国的文书里跟妇女、儿童、老年人、流动人口有关的文书，总

之我都梳理了。并且是用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指标、策略、视野来对照中国的政策，看看

中国的政策是不是足够友好，是不是有前瞻性，目标是不是合乎真正推动妇女发展的。可

以说虽然我们在组织形式上没有经常参加国际女权主义，但是从理念上我们还是很紧密地

关联的。 

  



问：您与国内其他妇女组织如何协同组织活动？ 

答：国内妇女组织有两类，一类是全国的妇女组织。我们的关系是松散的，如果有什么主

题就一起联合。例如我是全国反家暴网络一个成员，于是反家暴网络有什么活动、调研、

会议，我就响应，在本地搞活动。同时我也是一些全国妇女组织的成员，例如 2008-2010

年时我是全国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发展网络的理事，当时 ta 们选了我做理事，那我就参与

其中去进行师资培养、政策倡导。同时在 2014-2016年我也是另外一个网络，叫 GAD网络，

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组织联盟，我也是 ta 们的小组负责人这个小组在那些年的目标也同样

是师资培养、政策倡导、关注社会新闻事件然后组织全国妇女组织来倡导。同时我们那一

届出了我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国妇女发展二十年》，我们用这样一本书的形式来纪念

世妇会在中国二十年，反思这二十年来妇女政策的发展。这个全国的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松

散的关联。 

  

我们跟广州的妇女组织，我们所在的这些关联就会比较密切。有一类也是只要有活动我们

就一起办，例如说同城、同性恋亲友会、残培基金会、女友组，这些就是 LGBT 的、残障

人士的社群，那我们就一起举办活动。此外我们跟新媒体女性网络，就是她们后来成立叫

思瑾文化研究中心关联就非常密切，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一起办。例如说我们办过两

次就是业余艺术家但是关注女性议题的艺术展，我们一起办过日军侵害女性的图片展，我

们还一起去关注那些新闻事件，因为她们是媒体，善于追踪媒体实践，把 ta 变成媒体行

动，我们善于把这些鲜活的知识引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是我们通过戏剧的形式来继续去

表现它引起人们的关注等等。所以我们跟新媒体女性网络这样机构的关系是总是在一起，

并在在组织活动时完全不计较谁做得更多，谁做得更少。也已经很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谁

在哪方面更专长，那就彼此合力来做。所以我们也试过当社会有性侵，侵害中小学生的事

情发生后，我们也去妇联希望妇联和我们一起来倡导政策，然后妇联也跟我们一起去教育

局倡导说要把性别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等等这样很具体的事件。每次做样的事情时我

们都把这个事情要在媒体告诉媒体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倡导，我们也实时写出调研和文书进

行倡导。所以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协作，也是我们体会到机构与机构间一起

来工作的那种有效率有效果的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模式。 、    



  

问：成为一名女权工作者你有哪些收获、失去、困难、不足呢？原因又是什么？ 

答：收获最大的丰富了我自己的生命，我因为认识不同的人，因为真正深入地去了解 ta

们的生命、需求、困境，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拓展了我自己，同时在工作过程中认识不同

的社群，尤其是那些活动家，那些为了推动社群发展去努力的人，ta 们的努力本身就很

精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非常符合我的生命需求的。我原来就是想做这样的

事情，我像我跟我的当时很多朋友感觉到可以视为人生理想，可以努力一直投入的工作方

式。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非常多的困难，早期主要困难当然是资金不足，后来等到我们找

到了工作方法之后其实资金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有影响了，那么我

们要募集资金也容易了很多。所以后来的困难变成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可能因为一些外

部的原因而停止了。我们好不容易探索出来一些工作的模式，我们也跟社群熟悉起来了，

但是可能就又不能继续做了。 

  

例如说 2013 年我们排演了《阴道独白》。当时在校园演出时很多很多人感兴趣，可以说

每场 300 人来看。根据当时的需求来说，就说明我们排演了一个很能引起人思考的戏剧。

那很多的高校都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他们那里演出。但是也许是我们的动员能力

太强，就是每一场有几百人来看，最后我们在大陆的高校就不能再演了。当然我们也还做

了一些努力，我们紧接着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演出，虽然我们

是普通话演出，但是也在当地引起学者们、对女权感兴趣的、对戏剧感兴趣的、热烈的回

应。我们这个演出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就没有办法继续演出。对于我们投入非常大精力

来采写剧本、排演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也是一个挫败，因为 ta 们投入那么多心血做的事

情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 

  

另外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课堂里面已经发展出一些讲性别议题好的方法，我们请社

会组织的人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跟学生讲课，ta 们通常都很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去组织小

组，真真正正地做调研，服务社会，同时 ta 们有可能培养出很有领导能力的学生。所以

这些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可以寻找到一种通过学习，然后去到社区，成为 ta 们的领导，去

寻求新的倡导的方式。就是正在这样运作非常好的时候，那么 2016 年我们也不能这样上



课了，不仅不能这样上课，就连这个性别公选课也停了。所以这算是一种更大的困难。就

是我们探索出来的模式最终只能整理成好像学术研究一样的，而不能继续去完善，继续去

因应一些问题继续探索下去。 

  

不足的话，每一次活动我们都感觉到有不足，对我自己来讲，比较难的就是，比如说我是

一个全职的教师，我也还要兼顾家庭，所以我的时间精力总是不足的。所以每次活动都觉

得很仓促。我们也意识到要培养更多年轻人，但其实能投入的精力也是不够的。 

  

问：您曾经负责过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和广州海珠区的山泉剧社，请问您最大的感受

是什么？ 

答：最大的感受是管理一个社会组织有很大的难度。原来我们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是基

于学校的，所以没有什么机构管理的工作，参与论坛的老师、学生，用活动来组织就行，

比较简单。但那时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学生，研究生两年就毕业了，本科生也是一二年级开

始了解我们，然后三四年级要参与一些活动才有点经验 ta 们又毕业了。所以我们就要不

断地培养学生，不断地去把我们这样的工作模式希望能够复制下去。所以当时的感受是谁

能够留下来继续做就好了，但是也不可能。后来直到我们 2014 年排演完《阴道独白》之

后，这些演出戏剧的年轻人、年轻学生，确实非常认同这种通过戏剧进行性别教育的工作

方法，所以她们成立了山泉剧社，这样的话她们就终于留下来了。她们没有去找别的工作，

她们知道她们的性别理论的学习已经很扎实了，怎样去做社群活动也有很多经验了，结果

她们就在过程中就发挥很大的力量，例如说把这个戏剧的方式 – 要用应用剧场、互动剧

场，用很多灵活的方式去到社区活动。 

  

但是这里面又有新的问题，就是山泉剧社是在民政局下面注册的机构，所以你就要管理到

这些人员的工资、社保、交税，被各种检查。就这个行政的工作是非常的复杂。这个也超

出我的把控。所以要让一个妇女组织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去生存，其实 ta 又面临新

的问题，那就是你需要专人去管理。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利用业余的时间能够管理得好。 

  

问：您对未来有哪些计划和展望呢？ 



答：首先，应该说我对未来没有太多的计划。就像刚才说的，山泉剧社因为我们所办的一

些活动在民政局的管理之下被认为这个工作有点敏感，所以山泉剧社已经被要求停止活动

了。那我们在校园里面的课程也取消了。所以我原来的工作模式，我前面所谈的这样的一

些工作方法现在基本上都停止了。那我还可以做的就是有时候根据 ta 们的需求做一些性

别方面的培训。通过这种方式还让人群们在一起并且还有一些学习。所以对于未来，如果

是还可以怎么做的话，在可见的未来两三年，我想我们可以做的还是只是学术研究。那么

目前学术研究还是可以开展，我觉得学术研究也是一个方法让我们重新再去更好地去了解

我们社会的性别的问题。有了研究以后，当这个社会认为可以进行倡导了的时候，我觉得

还是可以再寻找机会。 

  

问：您对组织的未来有哪些计划？ 

答：现在的组织除了被关停了就是关停。没有被关停的 ta 们的活动也是很受限制。学校

里面的很多妇女组织，中山大学的两个妇女组织也是被注销了。那么很多其他学校如果

ta 没有被注销，ta 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所以组织化方面，我觉得不应该是现在的计

划。现在应该是一个打破组织化，重新像游击队一样的，或者是个人努力，从不同的角度

松散地去做一些活动。或者是说让原来很直接的倡导、很直接的呼吁变成间接的，或者是

说把年轻人的培养，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成长，甚至锻炼身体的，这样的事情打好基础。

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暂停的阶段。有一个好的身体，过好生活，把家庭什么的之前耽误的事

情也做好，然后再静待时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段时间暂停的活动，原来很投入

的一些妇女的活动家，其实她们也遭受到很多的挫败感，有很多的创伤，我认为是需要一

些时间大家去直面这些问题，去修复这种创伤。我自己也有跟朋友去办写作营，这时可能

是静下心来去写作、去反思，先进行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同时也让社群得

到一定程度上的联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不可能像以前，就是社会有问题我们就商量一

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是我们更多地是返身回到自身，在自我的成长方面，以及社群

的链接方面，做一些新的建设的工作。 

 
 


